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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

《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 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

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

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

《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

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

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

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

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

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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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文史馆的

咸阳“南大门”陈杨寨的前世今生
□ 段旭政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 6 次变化，

最终确定在陕北。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和一个人

起到关键性作用，这张报纸是《晋阳日报》，这个人

是贾拓夫。

贾拓夫（1912 年-1967 年 5 月 7 日），字孝先，

原名贾耀祖（曾用名贾元、拓夫、红光、虹光、关烽、

绍先），籍贯陕西神木县（今神木市），中国共产党

早期党员之一。

1926 年秋，贾拓夫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这所学校由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任校长，

在大革命时期与榆林中学并称为陕北两大“红色

学校”，为革命事业培育了大量人才。贾拓夫在校

品学兼优，常结合时事撰写新诗和小说，张贴于

校园墙报，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据史料记载，

他在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神木县

第一位共青团支部书记。

国共合作破裂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受到

国民党当局的严查，许多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被撤换。

作为校团支部书记、绥德学生联合会主席，贾拓夫

也被开除了学籍。此后，他回到家乡神木，以教员身份

秘密开展党团工作。

1928年4月，贾拓夫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随后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1929年3月，贾拓夫任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委员；

同年7月，改任团陕北特委宣传委员。在此期间，

他参加了在榆林召开的红石峡会议，结识了刘志丹，

这段交往对他日后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产生了

深远影响。

1930 年 7 月，贾拓夫被任命为共青团陕西省委

委员兼团西安市委书记，来到西安开展工作。同年10月，

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入狱。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敌人

既不愿放人又无法定罪，他被关押不久后成功越狱。

出狱后，他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

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为掩护秘密开会，因叛徒出卖

暴 露，特务包围了饭馆。省委书记袁岳栋和

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刚走出饭馆即被捕，贾拓夫

则趁结账之机从后门脱险。他随即通知省委、省军委

其他负责人迅速转移，疏散可能暴露的干部，使陕西

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避免了更大损失。

1933年底，贾拓夫奉命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1934年1月，他先后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

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

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会后，他留在瑞金

中央局白区工作部，协助陈云工作，先后担任中国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

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踏上了漫长的

战略转移之路，成为陕北籍干部中唯一全程参与

长征的人。

长征途中历尽艰辛。据贾拓夫长子贾虹生

回忆，父亲曾给他讲过，行军途中粮食断绝，战士们

煮皮带充饥；有时前队食用青稞无法消化，粪便中

可见完整麦粒，战士们便捡拾洗净重新煮食。面对

粮食紧缺的困境，中央军委曾在毛儿盖和芦花城

分别设立筹粮委员会，贾拓夫担任芦花筹粮委员会

委员，带领红军战士深入藏区筹粮熬盐，克服了

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1935 年 9 月 12 日，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

境内）召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在接近苏联的

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

俄界会议后，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

抵达甘肃哈达铺镇休整。在这里，聂荣臻从搜集

到的旧报纸中注意到一份阎锡山方面主办的

《晋阳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关于陕北军事形势

的报道，称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已占领多座县城，

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此外，《大公报》等报刊也

对陕甘红军和根据地有所报道。通过这些报纸

透露的信息，党中央第一次确切得知陕甘地区仍有

红军和根据地存在。

聂荣臻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叶剑英看了后

急忙找到贾拓夫。贾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

闹 革 命 的 好 地 方 ，群 众 生 活 艰 苦 ，迫 切 要 求

革 命 ，加上穷乡僻壤、山高沟深，可以和反革命

势力周旋。”

毛泽东得知报纸所刊消息后，多次找被称为

“陕北通”的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情况。贾拓夫

将 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

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等情况作了

全面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

听完贾拓夫的汇报，据后人回忆，毛泽东兴奋地说：

“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他转身

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

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带领

先遣队和一部电台，四处寻找陕北的红军和中共组织。

10月24日，他在甘泉县下寺湾找到了红十五军团

政委程子华及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

11 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到达下寺湾，

与陕北红军成功会师。接着，贾拓夫又赴安定县

（今陕西子长）瓦窑堡，协同王首道、刘向三等接管了

执行“左”倾错误的陕甘晋保卫局，按照中央指示，

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并恢复了

他们的领导职务。

西安事变爆发后，贾拓夫作为中共代表之一随

周恩来到西安。此后，贾拓夫长期在中共中央西北局

工作，历任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

1949年5月20日，古城西安迎来解放。几天后，

37岁的贾拓夫从延安来到西安出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

兼市长。此前，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成立，

贾拓夫担任第一副主任，参与接管筹备工作。履新

之际，他赋诗一首，抒发对西安解放的欣喜之情——

长安别来已十年，故地重逢景非前。

全城解放歌声响，满街红旗迎风展。

贼昨犹以为穴巢，民今拨云见青天。

因怀往事访故人，几番昂首望终南。

【根据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榆林市地方志
编纂研究室）提供资料，由实习记者王璐、记者
赵婧整理】

在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的馆藏中，静静躺着几册泛黄的

《夏声》杂志。纸页间虽已斑驳，字里行间却仍似有风雷

之声。这并非寻常的旧刊物，而是百余年前，一群陕西

留日学子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为三秦大地点燃的一束

革命星火。它不仅是同盟会陕西分会的舆论喉舌，更是

连接海内外革命力量的枢纽，深刻影响了陕西近代民主

革命的进程。

《夏声》的故事，要从一份夭折的刊物《秦陇》说起。

清末，随着民主革命思潮在海外留学生中兴起，陕西留日

学生党积龄等人率先创办《秦陇》杂志，计划每月发行

一期，每期刊登四万字，试图为闭塞的西北引入新

思想。然而，这份寄托着期望的刊物，从一开始就命运

多舛。眼看发行期限将至，稿件却迟迟未能备齐，两位

原定的总编辑也不辞而别，刊物一度停摆。党积龄四处

奔走疏通，又临时邀请高又尼接手总编工作，第一期刊物

才勉强付印。但由于临时接任未经选举程序，引发了内部

争议，这份先天不足的刊物最终半途夭折。

《秦陇》的失败，并未浇灭陕西革命志士的热情。

为守住来之不易的舆论阵地，同盟会陕西分会决定重整

旗鼓，创办一份全新的刊物。1908年，《夏声》杂志在日本

东京应运而生。它的创办，凝聚了陕西留日进步学子的

全部力量，不仅同盟会会员全员参与，更广泛吸纳了同情

革命的进步人士加入。杂志社在东京小石川区竹早町

租赁房屋作为社址，杨铭源、李元鼎、赵世钰等人常驻于此，

既处理社务，也兼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事务，将革命

工作与办刊紧密结合。

与此同时，部分不甘心《秦陇》停刊的陕甘学生另起

炉灶，创办了《关陇》杂志，与《夏声》形成了既竞争又互补的

局面。可惜《关陇》发行不久便停刊，唯有《夏声》坚持

下来，成为清末西北革命最稳定的舆论阵地。

《夏声》对外宣称以“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为办刊宗旨，是一份

学术性刊物。但在清末高压环境下，这不过是一层保护色。它的真实

使命，是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唤醒民众觉悟。

彼时，同盟会总会的机关报《民报》无法直接寄回国内，革命党人便将

《民报》伪装成《心理学教科书》，与《夏声》杂志一同寄往西安的公益

书局。公益书局的创办人是同盟会成员，这里便成了秘密发行据点。

省城青年学生纷纷前来购书，久而久之，这里不仅是书刊销售点，更成了

同盟会员和进步士绅的秘密聚会地与通讯机关。赵世钰在《回顾录》中

写道：“省城学生往者络绎，久之变省城之通讯机关矣。亦即为盟员

士绅之聚会地。”

《夏声》的影响力远不止于西安城内。它与同盟会各省分会创办的

《云南》《四川》《河南》等刊物齐名，发行9期，广泛传播于陕西及西北

各地。刊物以笔为刃，抨击封建专制，介绍西方民主思想，号召民众

起来革命，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为陕西民主革命运动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夏声》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舆论宣传层面，更在于它成为陕西乃至

西北革命力量的联络枢纽。

《夏声》杂志社成立后，革命志士以刊物为中心，广泛联络各方力量。

在日本东京，他们联络了豫晋秦陇协会、全国留学生总会等团体；在国内，

他们则通过刊物与陕西本地教育会、商会等机构建立联系。《夏声》像一条

纽带，将陕西留日学生、赴日考察志士、西北各省进步团体以及同盟会

总会紧密联结在一起。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汇聚壮大，《夏声》杂志社成为陕西革命运动的

指挥中心之一。赵世钰回忆：“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随后即与

省内外同志商决，派人归国，开展革命运动工作。”正是以《夏声》为依托，

同盟会陕西分会得以凝聚力量，策划并推动了后续一系列革命活动，

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爆发埋下了伏笔。

百余年后，当我们再读《夏声》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穿透

历史的力量。它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一群青年学子的救国

理想。它以笔为武器、以刊物为阵地，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更凝聚了

革命力量，为陕西近代民主革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这些泛黄的书页静静躺在文史馆的珍宝库里。它们是那段

峥嵘岁月的见证者，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回望《夏声》的

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杂志的兴衰，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

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担使命的家国情怀。这份精神，至今仍激励着

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贾拓夫：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引路人

沿西安地铁一号线往西走，过了沣河有一站叫

陈杨寨。这名字听起来普普通通，念出声来的

时候，唇齿之间有一种风尘仆仆的况味，像是有人

在很远的地方喊了一声旧时的地名，声音被风

吹散了，落在这片土地上，就成了这两个姓氏和

一座寨子的故事。

咸阳古渡几千年，河南街村就守在渡口边上。

渭河上没有桥的时候，南来北往的人过河全靠

渡船。河南街就是渭河南岸最热闹的地方。明清

时期，河南街村的渡口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

也是丝绸之路在渭河南岸的必经之地，与咸阳城

一河之隔，实际上就是咸阳城南街向南的延伸。

那时候从西安方向来的人要去咸阳，得先在河南街

落脚，等船摆渡过去。河南街是名副其实的咸阳

“南大门”。

1934年，西兰公路动工，从西安经咸阳、礼泉、

乾县、永寿、彬县、长武进入甘肃，一路向西到兰州，

全长七百多公里。路修通了，车也通了，可渭河横

在中间，汽车到了河边照样得停下来等渡船。河南街村

的渡夫班专门负责摆渡过往车辆，渡口依旧是咽喉，

河南街依旧是那个“南大门”。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 1954 年，咸阳“渭河一号”

桥建成通车。当时中苏还在“蜜月期”，此桥由苏联

专家设计，是陕西省“一五”重点工程，也是渭河

咸阳段的第一座公路桥。其时，位于河南街东早先

有一座铁路桥，只过火车，通到咸阳老火车站。

“一号桥”通了，西兰路改线至此。从此，陈杨寨

成为咸阳“南大门”，吴家堡成了“北大门”。桥一通，

渡船就停了。河南街的渡口渐渐冷清下来，“南大门”的

角色就这样从渡口边上的河南街，交到了桥头上的

陈杨寨手里。千年古渡挥一挥手，正式成为历史。

陈杨寨的兴起，说到底就是一座桥一条路

的事。桥把人流、物流、车流从水面上搬到了路面上，

而陈杨寨恰好站在了这条路的路口。汽车从“一号桥”

上疾驰而过，不再需要在河南街等船过河。桥南端

就是陈杨寨，西兰公路从村中穿过，南来的北往的，

下了桥第一脚踩的就是陈杨寨的地界。

“一号桥”是当时渭河咸阳段唯一免费通行的

公路桥，车流量极大，陈杨寨十字很快成了咸阳

南郊最繁忙的路口。十字以东、陈杨寨以南紧靠

西兰路，这里建成了蔬菜批发市场，一直是西北

地区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蔬菜远销四川甘肃。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陈杨寨一大半人靠着在菜市场

过磅营生。因市场建在陈杨寨的地界，所以陈杨寨人

垄断了过磅生意。因着路桥地理因素，陈杨寨人

也做其他过路生意，再加上人勤劳朴实，陈杨寨

成了渭河南岸响当当的富裕村子。

西兰公路从西安到兰州，在咸阳段一路走来，

名字换了好几茬。因为原名字体现不了咸阳的

主体性与地位价值，所以老西兰路在咸阳的这一段

要改名。2005年正式命名为秦皇路，取自秦始皇之

名号。咸阳是秦都，秦始皇一生霸业尽在此地，路以

秦皇为名，算是把这座城市的根脉写在了路牌上。

陈杨寨十字往南通往沣西新城，翻过高速

公路，在沣西的部分，建成之初叫作秦皇大道，之后

改叫丰邑大道。改名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沣西新城的

地界更多体现的是周文化，用“秦皇”不完全对得上；

二是和咸阳的秦皇北路、秦皇中路、秦皇南路重了名。

新名字取“丰”字，既指沣西，也指丰京遗址，周文王

当年迁都于此，“文王伐崇，作都于丰”，丰邑就是

这段历史的注脚。一条路的名字，就这样从秦

回到了周。

陈杨寨地铁站建在陈杨寨十字原位上。十字

往市区方向，以前放过秦皇坐车出巡的大型雕塑，

后来十字改转盘，雕塑移到了中华广场，再后来

又扩秦皇大道世纪大道，加上修地铁，转盘又改回

十字，淳化大鼎从“南大门”又搬到了“北大门”吴家堡

转盘。现在陈杨寨上部为十字，下部为地铁站。

地铁在建时工程名叫“秦皇南路站”，开通后

改用了陈杨寨这个名字。站名是从旁边的陈杨寨村

或者说是陈杨寨街道办来的。关于陈杨寨街道办的

来历，得先从沣西说起。解放后建公社，1961 年

渭河南岸属秦都区的有沣桥、钓台两个公社，大体

以沣河为界，东为沣桥，西为钓台，陈杨寨属钓台。

1962年，缩公社规模，钓台析出沣西公社，沣桥改为

沣东公社。“文革”期间，公社及大队全改名，后又恢复。

1984年，政社分设，公社改乡，后乡改镇，陈杨寨属于

沣西镇。

伴随西咸一体化，西咸新区设立。2001年秋天，

沣西镇拆成了钓台和陈杨寨两个街道办事处，西宝

高速公路以南的还给了钓台，高速公路以北的设立

陈杨寨街道办。大体是因为陈杨寨居中且最为

富庶，街道办驻地设在了陈杨寨，形成了陈杨寨

街道办。

陈杨寨街道地处咸阳南郊，有“咸阳南大门”之称。

全办辖区面积不算大，但位置紧要，距市中心不过

几百米，离西安也就八公里出头，世纪大道穿境而过，

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如今下辖 17 个社区、1 个

行政村。这个村叫曹家寨，目前没被拆迁，尚保留

有部分土地，接近当年农村的样子。位于渭河南岸

三号桥桥头，新的蔬菜批发市场也搬到了这里，似乎

残存着一点当年陈杨寨的影子。

曹家寨下辖的原安谷村设有地铁安谷站。安谷，

安放谷神，一个祭祀社稷的地方。陈杨寨和安谷

同属一个街道，一个祭祀谷神，一个守望家园。

谷神管的是收成，寨子管的是安全。农耕文明最朴素的

两大愿望——有粮吃、有墙挡，在这两个地名里

各占了一个。

时至今日，陈杨寨的寨墙早就没有了，寨门

也没有了，连寨子的轮廓都找不到了。陈杨寨的

村民经过城市化，大都安置到了一个叫陈杨新界的

小区。寨子没有了，陈杨这个名字，像蒲公英

一样散开，一些飘到了街道办，一些飘到了地铁站，

还有些飘到了新界，飘到了路牌和身份证上的

地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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